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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自我调节常识模型探究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现状及影响因素,为针对性术前健康教育方案的制定提

供参考。方法
 

便利选取在神经外科行手术治疗的221例脑胶质瘤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择期手术患者术

前自我准备度量表、电子健康素养量表、患者积极度量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析脑胶

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得分为(57.63±13.70)分。术前自我准备度与电

子健康素养、积极度、正性情绪呈正相关(均P<0.05),与负性情绪呈负相关(P<0.05)。控制一般资料后,电子健康素养、积
极度、正性情绪、负性情绪是术前自我准备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0.05),可解释总变异的53.7%。结论

 

脑胶质瘤患者术

前自我准备度处于中等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医护人员应针对不同特征患者进行个性化术前健康教育,以提升患者术前自

我准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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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tatus
 

quo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eoperative
 

self-readiness
 

in
 

patients
 

with
 

brain
 

gliomas
 

based
 

on
 

the
 

common-sense
 

model
 

of
 

self-regulation,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ng
 

targeted
 

preoperative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s.
 

Methods
 

A
 

total
 

of
 

221
 

patients
 

with
 

brain
 

gliomas
 

were
 

conveniently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
 

ge-
neral

 

data
 

questionnaire,
 

the
 

Preoperative
 

Self-Readiness
 

Scale
 

in
 

Patients
 

Undergoing
 

Elective
 

Surgery,
 

the
 

eHealth
 

Literacy
 

Scale,
 

the
 

Patient
 

Activation
 

Measure,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were
 

use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ultiple
 

linear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eoperative
 

self-preparation
 

in
 

pa-
tients

 

with
 

brain
 

gliomas.
 

Results
 

The
 

preoperative
 

self-readiness
 

score
 

of
 

patients
 

with
 

brain
 

gliomas
 

was
 

57.63±13.70
 

points.
 

Preoperative
 

self-readiness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Health
 

literacy
 

score,
 

activation
 

score
 

and
 

positive
 

affect
 

score
 

(all
 

P<0.05),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affect
 

score
 

(P<0.05).
 

After
 

controlling
 

the
 

general
 

data,
 

eHealth
 

literacy,
 

activation,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eoperative
 

self-readiness
 

(all
 

P<0.05),
 

which
 

could
 

explain
 

53.7%
 

of
 

the
 

total
 

variation.
 

Conclusion
 

The
 

preoperative
 

self-readiness
 

of
 

patients
 

with
 

brain
 

gliomas
 

is
 

at
 

a
 

moderate
 

level
 

and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Medical
 

staff
 

should
 

conduct
 

personalized
 

preoperative
 

health
 

education
 

for
 

pa-
tie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reoperative
 

self-readiness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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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胶质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颅内肿瘤性疾病,
具有发病率高、进展快、病死率高的特点[1]。目前,
脑胶质瘤采取手术治疗为主,放、化疗等为辅的个体

化综合治疗方案,以期尽可能延长患者生存时间[2]。
术前自我准备度是指手术患者术前生理、心理自我

准备的完善程度,以患者报告为中心,强调患者对自

我准备状态的感知情况,是医疗、护理质量评估和改

善的重要指标[3]。有研究显示,由于实施手术时需

要采用术中唤醒以配合术中脑功能定位,脑胶质瘤

患者术前普遍存在应激、焦虑、抑郁等术前自我准备

度不足的表现[4]。而有研究表明,术前自我准备度

水平低的患者手术满意度较低,且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较高,长期随访还表现出生存质量的显著下降[5]。
自我调节常识模型(Common

 

Sense
 

Model
 

of
 

Self-
regulation)[6]是一种健康行为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健

康促进和疾病管理研究中。本研究调查脑胶质瘤患

者术前自我准备度现状,并基于自我调节常识模型

探究其影响因素,以期为针对性健康教育方案的制

定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5-11月

在我院神经外科行手术治疗的脑胶质瘤患者为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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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纳入标准:年龄≥18岁;符合脑胶质瘤诊断标

准[1];首次行脑胶质瘤手术;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神
志及精神正常,具备基本沟通能力;知情同意并自愿参

与本研究。排除标准:并存脑血管意外、颅脑损伤等其

他颅脑疾病;并存其他部位原发性恶性肿瘤。本研究

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分层回归,要求样本量至少

为纳入回归方程自变量数量的10倍,本研究有14个

自变量(包括一般资料10个,电子健康素养、积极度、
正性情绪、负性情绪4个模型变量),再考虑20%的脱

落率,至少需要样本量175。本研究实际纳入221例患

者。已通过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KY20231133-1号)。
1.2 方法

1.2.1 理论模型 本研究以自我调节常识模型为理

论基础,该模型认为个体在应对健康威胁时会经历认

知、应对、反馈3个阶段。①认知阶段:个体根据经验

和信息形成疾病原型,并将疾病原型与当前的健康威

胁进行对比,找出二者间的差异,从而形成认知表征

与情绪表征。②应对阶段:个体基于认知阶段形成的

认知表征与情绪表征,选择合适的应对措施以消除上

述差异。③反馈阶段:个体对应对措施实施后的结果

进行评价和反馈,根据差异消除与否,决定是否采取

新的应对行动。电子健康素养是指患者在电子资源

上查找、理解与评价健康信息,并将获得的健康信息

运用于解决健康问题的综合能力[7],是自我调节常识

模型中的“经验和信息”维度。积极度是指患者认识

到自己在健康管理和疾病治疗中的关键角色,能够主

动配合医护人员工作,主动寻求治疗和护理,主动进

行健康相关行为转变,从而获得健康的认知、信心和

行为[8],是自我调节常识模型中的“认知表征”维度。
情绪的二元模式理论将情绪分为正性(积极)情绪与

负性(消极)情绪2种模式[9],正、负性情绪是自我调

节常识模型中的“情绪表征”维度。术前自我准备度

则为自我调节常识模型中的“应对阶段”。经验和信

息、认知表征、情绪表征是自我调节常识模型中认知

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患者下一阶段进行疾病应对

的重要基础,故本研究基于自我调节常识模型作出如

下假设:电子健康素养、积极度、正性负性情绪是术前

自我准备度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自我调节常识理论模型

1.2.2 调查工具

1.2.2.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由研究者自行编制,
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工作

情况、居住地、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支付方式、肿瘤

分类、手术治疗方式。
1.2.2.2 择期手术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量表(Preo-
perative

 

Self-readiness
 

Scale
 

in
 

Patients
 

Undergoing
 

Elec-
tive

 

Surgery) 由郭玉等[10]于2022年编制,
 

本研究已

获得量表作者使用授权。该量表包括知识(13个条

目)、情感(6个条目)、行为(5个条目)3个维度共24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从“完全不知道/完

全不符合”到“完全知道/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
总分24~120分,总分越高术前自我准备度水平越

高。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7。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6。
1.2.2.3 电子健康素养量表(eHealth

 

Literacy
 

Scale,
eHEALS) 采用汉化版量表[7],该量表包括网络健康

信息与服务的应用能力(5个条目)、评判能力(2个条

目)、决策能力(1个条目)3个维度共8个条目。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相符”到“非常相符”分
别计1~5分,总分8~40分,总分越高电子健康素养

水平越高。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13。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3。
1.2.2.4 患者积极度量表(Patient

 

Activation
 

Measure,
PAM) 采用汉化版量表[8],该量表包括疾病健康自

我管理意识(2个条目)、坚持健康生活行为的信念(3
个条目)、术前疾病相关知识(4个条目)、术后预防相

关能 力(4个 条 目)4个 维 度 共13个 条 目。采 用
 

Likert
 

5级评分法,从“不适用”到“非常同意”分别计

0~4分,总分0~52分,总分越高患者积极度越高。
原量表通过对数转换将量表总分转换为标准分0~
100分,本研究采用原始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数

为0.835。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66。
1.2.2.5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 采用汉化版量表[9],该量表包

括正性情绪(10个条目)、负性情绪(10个条目)2个

分量表。各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几乎没

有”到“非常多”分别计1~5分,正性情绪分量表和负

性情绪分量表分别计分,各自总分均为10~50分,总
分越高说明患者该种情绪表达越强烈。汉化版正性、
负性情绪分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5、
0.83。本研究中正性、负性情绪分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933、0.931。
1.2.3 资料收集方法 调查前对2名调查员进行统

一培训,使其熟练掌握调查内容及方法。手术前1
 

d,
由调查员向调查对象说明本研究的目的及需完成的

内容,在征得其知情同意后发放调查问卷。由调查对

象独立完成问卷的填写(肿瘤分类、手术治疗方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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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通过电子病历系统采集),存疑处由调查员向

调查对象进行不含选择倾向的解答,问卷填写完毕,
由调查员现场核对,确保无漏填。本研究发放221份

问卷,均有效回收。
1.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表示,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

资料采用(􀭺x±s)表示,行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

差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

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脑胶质瘤患者一般资料 221例脑胶质患者

中,男117例,女104例;年龄34~59(47.87±7.13)
岁。婚姻状况:已婚175例,未婚20例,离异26例。
工作情况:在职198例,退休16例,无固定职业7例。
居住地:城镇154例,农村67例。医疗支付方式:城
镇医疗保险150例,新农合63例,自费8例。肿瘤分

类:成人型弥漫性胶质瘤96例,局限性星形胶质瘤82
例,室管膜肿瘤43例。手术治疗方式:肿瘤切除术

170例,病理活检术51例。
2.2 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电子健康素养、
积极度、正性负性情绪得分 见表1。
表1 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电子健康素养、积极

度、正性负性情绪得分(n=221) 分,􀭺x±s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

术前自我准备度 57.63±13.702.40±0.57

 知识 29.88±7.44 2.30±0.57

 情感 16.75±4.47 2.79±0.75

 行为 11.00±3.19 2.20±0.64
电子健康素养 22.34±4.44 2.79±0.55
 应用能力 12.21±3.08 2.44±0.62

 评判能力 7.38±1.44 3.69±0.72

 决策能力 2.75±0.75 2.75±0.75
积极度 25.82±6.97 1.99±0.54
 疾病健康自我管理意识 3.06±1.65 1.53±0.83

 坚持健康生活行为的信念 3.99±2.06 1.33±0.69

 术前疾病相关知识 9.95±2.84 2.49±0.71

 术后预防相关能力 8.82±2.33 2.20±0.58
正性情绪 28.48±6.60 2.85±0.66
负性情绪 36.50±6.61 3.65±0.66

2.3 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影响因素的单

因素分析 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工作情况、居住

地、医疗支付方式、肿瘤分类、手术治疗方式的患

者术前自我准备度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

2。
2.4 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与电子健康

素养、积极度、正性负性情绪的相关性分析 见表

3。

表2 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患者术前

自我准备度得分比较

项目 例数
术前自我准备度

(分,􀭺x±s)
F P

年龄(岁) 3.199 0.043
 34~<41 38 57.34±12.48
 41~<51 96 60.10±13.34
 51~59 87 55.02±14.31
文化程度 20.012* <0.001

 

 初中 38 44.08±16.33
 高中及中专 100 59.09±8.32
 大专及本科 65 61.35±8.05
 硕士及以上 18 64.67±26.13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19.514 <0.001

  

 <4
 

500 83 51.55±12.72
 4

 

500~7
 

500 93 59.08±11.73
 >7

 

500 45 65.84±14.48

  注:家庭人均月收入界限划分参考陕西省2021年平均工资。*采

用 Welch方差分析。

表3 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与电子健康素养、
积极度、正性负性情绪的相关系数(n=221)

项目
术前自我准备度

总分 知识 情感 行为

电子健康素养 0.619 0.587 0.539 0.531
 

积极度   0.655 0.614 0.572 0.576
 

正性情绪  0.613 0.588 0.535 0.510
 

负性情绪  -0.679 -0.641 -0.582 -0.601

  注:均P<0.001。

2.5 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影响因素的多因

素分析 以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得分为因

变量,以单因素分析及相关性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析

(α入=0.05,α出=0.10),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赋值:
初中=1,高中及中专=2,大专及本科=3,硕士及以

上=4)、家庭人均月收入(<4
 

500元=1,4
 

500~
7

 

500元=2,>7
 

500元=3)对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

我准备度有显著影响(均P<0.05)。控制一般资料

后,电子健康素养、积极度、正性情绪、负性情绪(均原

值输入)对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有显著影响

(均P<0.05),可解释总变异的53.7%,结果见表4。

3 讨论

3.1 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仍需进一步提高

 术前自我准备强调以患者为中心,是患者由被动接

受术前健康教育到主动寻求健康知识和行为改变的

过程,其包括患者对手术的认知准备、生理准备、心理

准备等多方面内容[11]。本研究结果显示,脑胶质瘤

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条目均分为2.40分,与中间分

值3分相比,水平偏低,说明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

准备度仍需进一步提高。3个维度中,行为维度得分

最低,这可能是由于胶质瘤患者需行开颅手术,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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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需对患者进行头部固定,在涉及功能区时,还要在

术中唤醒患者,以配合术中脑功能定位,手术部位的

特殊性和术中被唤醒的恐惧会导致患者产生较强的

手术应激和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到患者的术前准备行

为。知识维度得分也较低,这可能是由于头部手术术

前备皮要求较高,且神经系统手术精度要求高,故术

前准备更为繁琐。而目前术前健康教育多以创新教

育形式为重点,以期通过新颖、丰富的教育方式,告知

患者需要掌握的疾病及手术知识,但往往忽略了患者

对教育的反馈过程,故患者知识掌握往往达不到医护

人员预期[5]。此外,患者对手术的心理准备方面,目
前的术前教育多关注患者应对手术时恐惧、焦虑等负

性情绪及其干预,但较少考虑患者对手术心理预期的

自我报告[12]。故在对手术的心理预期上,胶质瘤患

者与医护人员还存在一定偏差,导致患者对手术的心

理准备不足。研究结果提示,护理人员应关注患者对

健康教育的反馈情况,注重对患者术前心理变化和手

术心理预期评估,从而帮助患者进行充分的术前自我

准备。
表4 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影响因素的

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析(n=221)

自变量 β SE β' t P
模型1
 常量 32.957 2.840 11.603 <0.001
 文化程度 5.712 0.946 0.352 6.038 <0.001
 家庭人均月收入 6.356 1.076 0.344 5.909 <0.001
模型2
 常量 25.965 4.809 5.399 <0.001
 文化程度 2.775 0.507 0.171 5.478 <0.001
 家庭人均月收入 1.531 0.595 0.083 2.575 0.011
 电子健康素养 0.859 0.106 0.278 8.065 <0.001
 积极度 0.543 0.069 0.276 7.869 <0.001
 正性情绪 0.473 0.072 0.228 6.581 <0.001
 负性情绪 -0.662 0.072 -0.320 -9.155 <0.001

  注:模型1,R2=0.273,调整R2=0.267;F=40.974,P<0.001。
模型2,R2=0.810,调整R2=0.804;F=151.920,P<0.001。

3.2 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影响因素分析

3.2.1 电子健康素养水平高的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

我准备度水平更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电子健康素

养是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的影响因素(P<
0.05),电子健康素养水平高的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

我准备度水平更高。可能的原因是电子健康素养水

平高的患者获取和应用健康信息的能力更强[13],能
够通过互联网渠道了解脑胶质瘤手术治疗相关信息,
从而进行有效的术前自我准备。此外,电子健康素养

水平高的患者改善健康、治愈疾病的意愿更为强

烈[14]。该类脑胶质瘤患者能够更加认真细致地对待

术前准备内容,故其术前自我准备水平更高。医护人

员进行术前健康教育时应向脑胶质瘤患者提供专业、
可靠的电子健康信息获取平台,提高患者电子健康信

息获取效率,从而帮助患者做好术前自我准备。

3.2.2 积极度水平高的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

度水平更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积极度是脑胶质瘤患

者术前自我准备度的影响因素(P<0.05),积极度水

平高的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水平更高。究

其原因,疾病健康自我管理意识、术前疾病相关知识

是积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8]。疾病健康自我管理意

识越强的患者越能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15],从而积

极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术前准备;疾病相关知识是脑胶

质瘤患者配合手术治疗的认知基础,患者对疾病的认

知度越高,在术前准备中能够调动的知识储备越充

足[16],故该类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水平也

越高。提示医护人员在术前健康教育时可通过授权

赋能模式,提升脑胶质瘤患者疾病认知度及健康自我

管理意识,从而提高患者的术前自我准备效率。
3.2.3 正性情绪水平高、负性情绪水平低的脑胶质

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水平更高 罹患胶质瘤和即

将进行手术治疗给患者带来健康威胁。本研究结果

显示,正性、负性情绪是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

度的影响因素(均P<0.05),正性情绪水平高、负性

情绪水平低的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水平更

高。究其原因,个体的情绪状态会对其认知加工过程

产生影响[17]。有研究表明,情绪能够改变认知的灵

活性,其中正性情绪能够激发个体的创造性和灵活

性,对认知加工效率起到促进作用,在正性情绪状态

下,个体对问题的思考会更加细心和彻底,从而能够

更好地解决问题;相反,负性情绪则抑制了个体的灵

活性,对个体的认知及执行功能起到抑制作用[18]。
故正性情绪水平高、负性情绪水平低的脑胶质瘤患者

对疾病及手术有更灵活的认知,在术前自我准备中解

决问题的能力也更强,术前自我准备度水平也更高。
提示医护人员术前可采用正念训练[19]、积极心理干

预[20]等方式,通过调节脑胶质瘤患者的情绪和认知,
从而提高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
3.2.4 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高的脑胶质瘤患

者术前自我准备度水平更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文化

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是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

度的影响因素(均P<0.05),文化程度高的脑胶质瘤

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水平更高。可能是由于文化程

度高的患者理解能力更强[21],能够更好地理解手术

治疗的过程及预后,更好地掌握医护人员的宣教内

容,从而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术前准备。提示医护人员

需根据患者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进行多形式、个性

化的术前健康教育,帮助不同文化程度脑胶质瘤患者

做好术前自我准备。家庭人均月收入高的脑胶质瘤

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水平更高。有研究表明,经济毒

性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更为显著[22]。胶质瘤治疗过

程给患者造成了客观经济负担和主观经济困扰,即对

患者产生经济毒性,从而导致患者的应对不良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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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足[23]。此外,家庭人均月收入高的患者能够寻

求更多的医疗资源和社会资源[24]。故该类脑胶质瘤

患者能够更好地调动资源进行术前自我准备。提示

医护人员可以在非关键环节采用费用少的等效治疗

方案,帮助经济条件差的脑胶质瘤患者减轻经济负

担,从而提高患者的术前自我准备水平。

4 结论
本研究以自我调节常识模型为理论基础,对脑胶

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脑胶质瘤患者术前自我准备度仍需进

一步提高,电子健康素养、积极度、正性情绪、负性情

绪、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是术前自我准备度的

影响因素。医护人员应关注电子健康素养、积极度和

正性情绪水平较低,负性情绪水平较高的脑胶质瘤患

者,针对不同特征患者进行个性化术前健康教育,提
升患者术前自我准备水平。本研究的局限性为样本

来源于单中心,存在一定地域限制,有待开展多中心

研究,为制定合理可行的术前健康教育方案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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